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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桑沟湾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分布 

和消耗的微观变化研究* 

康秦梓 1,2  刘  毅 2  吴文广 2  仲  毅 2  王新萌 2  张继红 2① 
(1. 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3； 

2. 海水养殖生物育种与可持续产出全国重点实验室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    为探明高温条件下贝藻养殖区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DO)分布和消耗的微观变化特性，在

2022 年夏季，采用微剖面法对桑沟湾贝类区、贝藻区、藻类区和外海区内沉积物 DO、H2S、pH 的

剖面分布进行了调查，测定了沉积物中有机碳含量、粒径等因子的剖面分布，计算了不同养殖区域

沉积物–水界面的 DO 交换通量和沉积物的耗氧率。研究发现，贝类区、贝藻区、藻类区和外海区

沉积物扩散边界层(DBL)厚度分别为(1.5±0.3)、(1.0±0.3)、(2.0±0.8)和(1.3±0.2) mm，区域间差异不

显著；氧渗透深度(OPD)分别为(12.49±1.59)、(12.17±0.09)、(15.49±0.79)和(14.87±1.27) mm，其中，

贝类区和贝藻区氧渗透深度显著低于藻类区和外海区。贝类区、贝藻区、藻类区和外海区的 DO 扩

散通量分别为(24.10±1.89)、(49.53±10.24)、(26.69±13.13)和(24.79±7.95) mmol/(m2·d)，贝藻区沉积

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受上覆水 DO 浓度和沉积

物耗氧率的显著影响，贝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受上覆水 DO、DBL 厚度及水–沉积物界

面处 DO 的共同影响，贝藻区、藻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主要影响因素为沉积物上覆水

DO。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养殖活动在养殖生态系统碳循环中的作用提供了科技支撑。 

关键词    沉积物–水界面；微电极；溶解氧扩散通量；有机碳矿化 

中图分类号 S9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869(2024)05-0096-13 

贝藻养殖是我国水产养殖业的重要支柱，2021 年

总产量约为 1 879.75 万 t，占全国总养殖产量的

33.71%，全国海水养殖总产量的 81.29%，贝藻养殖

总面积约为 1.364 09×106 hm2，占全国海水养殖总面

积的 67.34%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等, 2022)。

养殖过程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

注。目前，针对养殖活动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大多集中

在水环境方面(柴正晴等, 2022)，其中，贝藻多营养

层次综合养殖被公认为是可以提高水产养殖可持续

性，并能实现对水环境友好的一种养殖模式(Liu et al, 
2021)。同时，贝藻养殖也被认为是发展碳汇渔业，

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孙威等, 2022)。然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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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贝藻养殖能够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在其长期养殖

过程中，仍然在底栖环境中产生了明显的有机质富集

(Yang et al, 2018)。因为养殖区内的水动力条件经常

被养殖设施筏架和养殖生物等因素大幅削弱，水动力

条件的减弱促进了有机物沉积在海底，从而改变海底

沉积物原有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海底微生物分解有

机物所需的 O2 通常超过表层海水的供应，特别是在

夏季，当温度升高，水体出现热分层或盐度温跃层时，

这 些 情 况 往 往 会 导 致 底 层 水 体 和 沉 积 物 缺 氧

(Kodama et al, 2018)。因此，在全球富营养化地区和

沿海水产养殖区，夏季通常更容易出现缺氧情况

(Breitburg et al, 2018)。而沉积环境中低溶解氧(DO)

浓度会促进沉积物中厌氧代谢和硫酸盐还原，增加沉

积物间隙水中溶解的硫化物浓度 (Jørgensen et al, 
2019)，硫化物在还原条件下极易生成 H2S，其毒性会

对海洋生物带来致命威胁。目前，关于养殖活动对沉

积物中微环境影响的程度和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海底是有机物氧化分解的密集区，也是全球最大

的厌氧生物反应器以及最大的有机碳库，在全球海洋

碳循环中起到关键作用(Jørgensen et al, 2022)。沉降

到海底的有机碳，一部分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被矿化，

剩余部分被埋藏到沉积物中。氧作为微生物活动利用

效率最高的电子受体，是影响沉积物中有机碳矿化速

率的决定因素之一，氧的含量以及渗透深度也影响有

机碳的矿化速率(郑旻等, 2023)。海底沉积物–水界面

附近的 DO消耗主要包括沉积物中微生物降解有机质

消耗的 O2、底栖生物呼吸作用所消耗的 O2 以及有机

质降解生成的还原性无机代谢产物被氧化所消耗的

O2 (郑旻等, 2023)。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研究中广

泛采用培养箱法对沉积物总耗氧量 (total oxygen 

uptake, TOU)进行测量，进而对沉积物的耗氧情况进

行分析，该方法一直是研究海底沉积物耗氧常用的方

法之一(Glud, 1994)。但该方法在测量时会对沉积物–

水界面(sediment water interface, SWI)处的物质交换

过程产生扰动，同时，也无法反映沉积物内的 DO 消

耗过程 (郑旻等 , 2023)。研究表明，扩散边界层

(diffusion boundary layer, DBL)的厚度一般在 0.1 mm

到几毫米之间变化，对沉积物–水界面的物质交换有

重要的影响(汪嘉宁等, 2012)，DO 在沉积物表层几毫

米到几厘米的范围内就会消耗殆尽(Jørgensen et al, 
2022)。因此，为获得微观尺度内的精确变化，近年

来，研究中多采用微剖面法研究沉积物中的微观化学

特征变化。微剖面法能够获得观测站位海底沉积物中

纵向高分辨率的微观化学特征剖面，可以较准确地反

映沉积物中的 DO 消耗、氧渗透深度等信息(Lemburg 
et al, 2018)。 

因此，本研究使用微剖面法，对桑沟湾不同养殖

区的沉积物样品中的 DO、H2S、pH 的分布进行微尺

度测量，精确分析沉积物–水界面和 DBL 的 DO 通量，

以了解不同养殖区域沉积物内的 DO消耗过程及主要

影响因素，为探究养殖活动在养殖生态系统碳循环中

的作用提供科技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以及采样站位 

桑沟湾位于山东半岛东部 (37°01′~37°09′ N, 

122°24′~122°35′ E)，是一个西、北、南三面临陆地的

半封闭海湾，东面通过宽 11.5 km 的海湾口与黄海相

连，总面积约为 144 km2。湾内的平均水深为 7.5 m，

最大水深为 15 m。桑沟湾的潮流为规则半日潮，最

大潮差约 2 m。海带(Saccharina japonica)的规模化养

殖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贝类的规模化筏式养殖开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目前，桑沟湾 2/3 的水域都用

于开展筏式贝藻的养殖。主要养殖品种包括长牡蛎

(Crassostrea gigas)、栉孔扇贝(Chlamys farreri)、海带

和龙须菜(Gracilaria lemaneiformis)等。栉孔扇贝和牡

蛎从每年 5 月开始进行养殖，养殖周期约为 2 年；海

带在 10 月底至 11 月初开始挂苗，次年 5—7 月初完

成收获(Sui et al, 2019)。 

1.2  样品收集方法 

2022 年 8 月在桑沟湾贝类养殖区(SF)、贝藻混养

区(SF-SW)、藻类养殖区(SW)以及外海区(OF)分别取

样，每个站位取 3 个平行样。在各养殖区中心取样，

取样站位见图 1。取样地点的水深越浅，取样过程中

温度和水压的变化对沉积物理化参数的影响越小，在

水深相对较低的沿岸近海区域，非原位调查对沉积物

理化参数分布的影响较小(Jørgensen et al, 2022)，且

已有文献报道显示，对于近岸海域调查，采用获取样

品后立即监测的方法是可行的 (Vopel et al, 2021; 

Wang et al, 2016; Glud, 2008)。因此，调查中使用箱

式采泥器采集带有上覆水的沉积物样品，使用有机玻

璃管收集带有上覆水的沉积物柱状样(Glud, 2008)，

在获取样品后立即进行测量。使用 YSI EXO 便携式

多参数水质监测仪现场测定水温和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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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桑沟湾养殖布局及调查站位 
Fig.1  Mariculture distribution and sampling  

stations of Sanggou Bay 

SF、SF-SW、SW 和 OF 分别代表贝类区、 

贝藻区、藻类区以及外海区。下同。 
SF, SF-SW, SW and OF represent the shellfish monoculture area, 
shellfish and seaweed polyculture area, seaweed monoculture 

area, and offshore area respectively. The same below. 
 

1.3  沉积物理化参数的测定方法 

使 用 Unisense 微 电 极 (Unisense Microsensor 

Multimeter Version 2.01)测定沉积物–水界面的 DO、

pH 和 H2S 微观剖面，空间分辨率为 1 mm (Wang et al, 
2016)，每个样品进行 3 次重复测量，取平均值作为

测定结果。以 DO 在沉积物中下降到 0.1 mg/L 的深度

作为沉积物氧渗透深度 (oxygen penetration depth, 

OPD) (Lin et al, 2021)，以 DO<1 mg/L 的深度作为沉

积物低氧区的边界(Liao et al, 2022)。 

沉积物样品经超声波振荡 30 s 进行均质后，使用

激光粒度分析仪(Mastersizer 2000, Malven Instruments 

Ltd.英国)测定沉积物粒径。另取沉积物样品，分别测

定湿重和干重，用于沉积物孔隙度的计算。取部分干

燥后的样品研磨并通过 0.15 mm 网筛进行均质化，用

盐酸酸化后，经超纯水洗涤至上清液呈中性。在 60 ℃

干燥后，称取约 50 mg 样品到锡舟中。使用元素分析

仪 (Vario EL cube, 德国 )分析沉积物有机碳含量

(sediment organic carbon, SOC)，测量误差为 0.01%。

用于分析的所有沉积物样品进行 3 次重复测量，取平

均值作为测定结果。 

1.4  孔隙度、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扩散通量及沉积

物耗氧率的计算 

孔隙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W D

W D D

( )
100%

/ 2.5

W W
W W W




 
 

 (1) 

式中，WW 为样品湿重(g)，WD 为样品干重(g)，2.5 为

表层沉积物平均密度与水密度比值。 

在距离海床最近的区域内，水流受海底的影响显

著，海水流动受到抑制，在更小的尺度上，海水的流

速会急剧下降，在沉积物–水界面上方形成厚度约为

0.1 mm 到几毫米的水薄膜，这一界面构成了氧和其

他溶解化合物交换的重要屏障，被称为扩散边界层

(DBL)，由于这一区域内水流流速显著降低，DBL 中

的物质输运主要由分子扩散作用控制。若 DBL 中没

有 DO 的额外消耗和生成，DO 浓度应从 DBL 上边界

呈线性减小到沉积物–水界面处，由于沉积物孔隙度

的影响，在 DBL 和沉积物中 DO 的扩散系数不同，

因此，经过水–沉积物界面两侧 DO 曲线的斜率会发

生明显的变化，可以根据 DO 剖面中线性分布的拐点

确定沉积物–水界面的位置及 DBL 的厚度(汪嘉宁等, 

2012)。基于通过 DBL 的 DO 微梯度，采用菲克第一

定律计算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扩散通量 (diffusion 

flux of O2) J [mg/(m2·s)] (Jørgensen et al, 2022)： 

 W 0 d( ) /J D C C x    (2) 

式中，D 为氧分子在水中的扩散系数，取值为 2.3× 

10–5 cm2 /s (Chester, 2009)，CW 为上覆水 DO 浓度

(mg/L)，C0 为沉积物–水界面处的 DO 浓度(mg/L)，

Xd 为 DBL 的厚度(mm)。 

DO 主要通过扩散形式渗透到沉积物中，在沉积

物向深处扩散的过程中，各类微生物活动以及其代谢

产物的氧化会持续消耗沉积物中的 DO。当沉积物处

于稳定状态时，沉积物中 DO 的扩散与消耗处于平衡

状态，沉积物耗氧率(R) [mg/(cm3·s)]可通过如下公式

计算(Berg et al, 1998)： 

 

2
DO

S 2

d

d

C
R D

x


 
   

   

(3) 

式中， 为沉积物孔隙度，DS 为氧分子在沉积物中的

扩散系数，CDO 为氧在沉积物中的浓度(mg/L)，x 为

沉积物深度(cm)。 

氧分子在沉积物中的扩散系数 DS (cm2 /s)通过如

下公式计算(Wang et al, 2016)： 

 S 1 3(1 )

DD



 

 (4) 

式中， 为沉积物孔隙度，D 为氧分子在水中的扩散

系数。 

1.5  数据处理 

使用 SPSS 16.0 软件对不同区域水环境参数和沉

积物耗氧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以确定不同区域在 95%置信水平上的统计学差异。对

数据进行双尾显著检验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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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沉积物耗氧率与上覆水 DO、沉积物–水界面

DO 及 DBL 厚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根据特征根大于 1

确定主成分个数，根据载荷矩阵分析计算特征向量系

数，根据 DO渗透的范围对整个海区内沉积物耗氧率、

DO 扩散通量与沉积物表层 0~1 cm 范围内 SOC、粒

径应用主成分进行降维处理。 

2  结果 

2.1  桑沟湾沉积物上覆水的环境参数 

桑沟湾沉积物上覆水的环境参数如表 1 所示。区 

域间的上覆水水温差异显著(P<0.05)，总体上为从湾

内向湾外逐渐降低，贝类区上覆水水温高于其他区

域，贝藻区上覆水水温低于贝类区，高于藻类区，藻

类区上覆水水温显著低于其他区域，外海区上覆水水

温显著高于藻类区(P<0.05)；区域间的上覆水盐度无

显著性差异(P>0.05)；上覆水 DO 从湾内向湾外增高，

外海区显著高于其他区域(P<0.05)，藻类区显著高于

贝类区和贝藻区(P<0.05)，贝类区与贝藻区差异不显

著(P>0.05)。 

2.2  沉积物间隙水的 DO、H2S、pH 及沉积物有机

碳和粒度的微剖面分布特性 

各区域沉积物理化参数的剖面分布见图 2。各区域

内 DO 在沉积物表面快速下降到 0，与 pH 分布呈显著

正相关(P<0.05)。H2S 表现出随深度先增加后降低的

趋势，pH 随深度逐渐降低，在沉积物–20~–30 mm 范

围内趋于稳定。 
 

表 1  桑沟湾调查站位水深以及沉积物上覆水环境参数 
Tab.1  Water depth and sediment overlaying water environmental parameters of Sanggou Bay 

站点 Site 温度 Temperature/℃ 盐度 Salinity 溶解氧 Dissolved oxygen/(mg/L) 水深 Water depth/m 

贝类区 SF 23.66±0.50a 29.96±0.13a 5.07±0.03a 8.15±0.07a 

贝藻区 SF-SW 22.57±0.06a 30.14±0.02a 5.17±0.08a 8.88±0.11b 

藻类区 SW 21.80±0.02b 30.20±0.01a 5.79±0.11b 9.07±0.10b 

外海区 OF 22.48±0.01a 29.76±0.01a 6.09±0.05c 26.73±0.39c 

注：同列数据不同小写字母上标表示差异显著(P<0.05)。 

Note: Data with different lowercase superscripts in the same column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P<0.05). 
 

贝类区 SOC 在–5~–15 mm 范围内表现出减少趋

势，随后在–15~–35 mm 范围内表现出增加趋势，在

–35~–45 mm 范围内趋于稳定；贝藻区表现出随深度

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在–25 mm 处达到最大值；藻

类区表现出随深度增加的趋势；外海区 SOC 在

–15~–35 mm 范围内表现出随深度降低的趋势，在

–35~–45 mm 范围内随深度逐渐增加。 

贝类区沉积物粒径表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

最大值出现在–15 mm 处，–25~–45 mm 范围内变化较

小；贝藻区沉积物粒径在–5~–35 mm 范围内随深度逐

渐增加，在–35 mm 处达到最大值，此后逐渐降低；

藻类区沉积物粒径随深度逐渐增加；外海区沉积物粒

径表现出随深度逐渐降低的趋势。贝类区、贝藻区、

藻 类 区 和 外 海 区 平 均 孔 隙 度 分 别 为 (69±2)% 、

(70±3)%、(63±4)%和(64±3)%。 

4 个区域(贝类区、贝藻区、藻类区及外海区)的

低氧区(DO<1 mg/L)分别出现在(6.97±0.95)、(6.82± 

0.28)、(7.41±0.58)、(7.44±0.86) mm 处，区域间差异

不显著；氧渗透深度分别为 (12.49±1.59)、 (12.17± 

0.09)、(15.49±0.79)、(14.87±1.27) mm，区域间差异

显著(P<0.05)，贝类区与贝藻区氧渗透深度显著低于

外海区和藻类区，贝类区与贝藻区差异不显著，藻类

区与外海区差异不显著。 

H2S 分别在贝类区、贝藻区、藻类区和外海区(32.00± 

2.16)、(28.30±0.94)、(31.00±0.82)、(29.70±1.25) mm

处达到最大值，各区域 H2S 最大浓度分别为(5.73± 

0.04)、(4.80±0.08)、(3.30±0.19)、(3.97±0.38) μmol/L，

区域间差异显著，贝类区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贝藻区

高于藻类区和外海区，外海区显著高于藻类区

(P<0.05)。 

2.3  沉积物溶解氧消耗 

各区域沉积物中，DBL 厚度及沉积物–水界面

(SWI)位置如图 3 所示。各区域 DBL 厚度分别为

(1.5±0.3)、(1.0±0.3)、(2.0±0.8)、(1.3±0.2) mm，区域

间差异不显著(P>0.05)。 

4 个区域的平均 DO 扩散通量分别为(24.10±1.89)、

(49.53±10.24)、(26.69±13.13)、(24.79±7.95) mmol/(m2·d)，

其中，贝藻区 DO 扩散通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

(P<0.05)，其他区域之间差异不显著(见图 4)。 

不同区域沉积物耗氧率剖面分布如图 5 所示。各

区域沉积物平均耗氧率分别为(0.078±0.01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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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区域沉积物中 DO、H2S、pH、SOC 含量以及中值粒径剖面分布 
Fig.2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H2S concentration, pH, content of SOC and  

median grain size in sediments from different areas 

SWI 示沉积物–水界面，OPD 示氧渗透深度。 
SWI represents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OPD represents oxygen penetratio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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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区域溶解氧浓度在扩散边界层(DBL)、沉积物–水界面(SWI)和沉积物中的剖面分布 
Fig.3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concentration in diffusion boundary layer (DBL) and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SWI) in sediment from different areas 

BBL 表示底边界层。 
BBL represents the bottom boundary layer. 

 

 
 

图 4  桑沟湾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扩散通量 
Fig.4  Diffusion flux of oxygen in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in Sanggou Bay 

 
(0.141±0.024)×10–5、(0.066±0.010)×10–5、(0.072±0.005) 

×10–5 mg/(cm3·s)，其中，贝藻区沉积物耗氧率显著高

于其他区域(P<0.05)，其他区域之间差异不显著。 

2.4  沉积物耗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4 个区域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和沉积 

物耗氧率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性见表 2。 

各区域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与沉积物耗

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与沉积物上覆水 DO

呈正相关关系，与沉积物–水界面 DO 呈负相关关系；

沉积物耗氧率与沉积物–水界面 DO 呈负相关关系；

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以及沉积物耗氧率均与

DBL 的厚度成负相关关系。其中，贝类区沉积物耗

氧率与沉积物–水界面处 DO 浓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P<0.05)，贝藻区沉积物耗氧率与沉积物水界面处 DO

浓度呈极显著负相关关系(P<0.01)，贝藻区和藻类区

DO 扩散通量与上覆水 DO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5)。外海区 DO 扩散通量与上覆水 DO 的相关

性不显著(P>0.05)。 
 

 
 

图 5  不同区域沉积物耗氧率剖面分布 
Fig.5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in sediment from differ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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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扩散通量和沉积物耗氧率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 
Tab.2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sediment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diffusion flux of oxygen in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different areas 

区域  
Areas 

因子 
Factors 

溶解氧扩散通量
Diffusion  
flux of O2 

沉积物耗氧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上覆水溶解氧
Overlaying 
water DO 

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DO 

扩散边界层厚度
Thickness of 

diffusion boundary 
layer (DBL) 

溶解氧扩散通量 
Diffusion flux of O2 

1 0.979* 0.705 –0.973 –0.666 贝类区 
SF 
 沉积物耗氧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 1 –0.545 –0.999* –0.885 

溶解氧扩散通量 
Diffusion flux of O2 

1 0.998* 0.999* –0.933 –0.449 贝藻区
SF-SW 
 沉积物耗氧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 1 –1.000** –0.908* –0.392 

溶解氧扩散通量 
Diffusion flux of O2 

1 0.984* 0.999* –0.955 –0.788 藻类区
SW 
 沉积物耗氧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 1 0.977 –0.888 –0.884 

溶解氧扩散通量 
Diffusion flux of O2 

1 0.980* 0.284 –0.329 –0.182 外海区 
OF 
 沉积物耗氧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 1 –0.467 –0.508 –0.371 

注：*表示显著相关(P<0.05)。 
Note: * represent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5). 

 

沉积物化学特征及环境因子的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结果如图 6 所示。

应用 PCA 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经计算 KMO 值

(Kaiser-Meyer-Olkin)为 0.516，大于 0.5，表明所用数

据可用于 PCA。经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

为 137.111 (P<0.01)，结果表明，因子之间的相关性 

显著。利用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选择前 2 个主成分，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0.23%，主成分 1 主要表征 SOC

含量、氧渗透深度、上覆水 DO 以及沉积物–水界面 DO，

总方差贡献率为 53.86%，主成分 2 主要表征沉积物–水

界面 DO 扩散通量、沉积物耗氧率、粒径、温度及盐度，

总方差贡献率为 16.37%。结果表明，海区内沉积物–水

界面 DO 扩散通量与沉积物耗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P<0.05)；沉积物耗氧率与 SOC 呈正相关关系，与粒

径大小和沉积物界面处 DO 呈负相关关系(P<0.05)。

沉积物氧渗透深度与 SOC、沉积物耗氧率呈负相关关

系，与粒径和上覆水 DO 呈正相关关系(P<0.05)。 

3  讨论 

3.1  养殖活动对沉积物微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沉积物内部 DO 的消耗过程是受到多

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海水 DO 含量、温度、

有机碳输入、无机代谢产物的氧化以及沉积物粒径等

因素都会对沉积物微环境产生影响(Jørgensen et al, 
2022; Wieland et al, 2000)。在近海养殖海域中，养殖

活动带来的有机质富集是 DO 消耗的主要原因。 

因为该区域的水动力条件会在养殖设施的影响下被

削弱，加之养殖区内大量养殖生物的活动，导致养殖

区沉积物中有机质大量富集。微生物分解有机质的过

程会消耗大量的底层 DO。因此，在近岸水产养殖区

中，尤其是其底栖环境中，更容易发生 DO 降低的现

象。根据本研究和文献报道，沉积物耗氧总体上表现

出从深海到近岸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在近岸海域，养

殖区 DO 消耗速率要远高于未进行养殖的近岸区域

(表 3)，这表明养殖活动带来的生物沉积作用对沉积

物耗氧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沉积物耗氧加剧的

重要原因。 

桑沟湾各调查区域主要养殖方式为筏式养殖，其

中，贝类区以单养长牡蛎为主，贝藻区以长牡蛎和海

带混养为主，藻类区以单养海带为主。桑沟湾海域内

沉积物耗氧率在全球近岸海域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

与国内几个著名的水产养殖区相比，桑沟湾沉积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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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桑沟湾沉积物化学特征及环境因子 PCA 排序图 
Fig.6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biplo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diments from Sanggou Bay 
 

表 3  不同区域的沉积物耗氧率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sediment oxygen consumption rates of different areas 

地点  
Area 

沉积物耗氧率 
Oxygen consumption rate/[×10–5 mg/(cm3·s)] 

数据来源  
Data resource 

太平洋内陆架 Pacific Inner shelf (0~10 m) 0.055 6~0.092 6 

内陆架 Inner shelf (10~50 m) 0.029 6~0.096 3 

外陆架 Outer shelf (50~200 m) 0.011 1~0.040 7 

Jørgensen 等(2022) 

丹麦奥胡斯湾 Aarhus Bay, Denmark  0.001 1~0.005 8 Lomstein 等(1992) 

英国凯尔特海 Celtic Sea, England  0.003 7~0.051 9 Hicks 等(2017) 

深渊海沟 Hadal trenches  0.000 5~0.000 6 Glud 等(2021) 

美国俄勒冈州大陆架 Oregon shelf, USA  0.015 9~0.046 3 Fuchsman 等(2015) 

胶州湾 Jiaozhou Bay  0.061 3~0.076 4 张学雷等(2006) 

大鹏澳湾 Dapengao Bay  0.143 5~0.494 2 乔士斌等(2006) 

桑沟湾 Sanggou Bay  0.089 3~0.183 4 本研究 This study 

 

氧率要高于以底播贝类养殖为主的胶州湾，并远低于

以网箱养殖为主的大鹏澳养殖区。与筏式贝藻养殖相

比，网箱养殖不仅会影响区域内的水动力条件，养殖

过程中的投饵和鱼类相较于贝类更强烈的生理活动

都加速了网箱养殖带来的有机质沉积，因此，网箱养

殖区的沉积物耗氧更剧烈。相比之下，底播贝类养殖

虽然也会带来生物沉积作用，但是缺少了筏架等养殖

设施的影响，水流速度相对较快，更容易将原本沉积

到海底的有机质再悬浮，因此，底播贝类养殖区沉积

物的耗氧率相对较弱。不同养殖区(不同养殖模式)沉

积物耗氧率的差异也表明，不同养殖活动生物沉积作

用的不同会对沉积物有机质含量带来较大影响，并进

一步影响沉积物的耗氧率。 

但即使同属于筏式养殖，大型藻类和双壳贝类不

同物种之间生理活动的差异同样导致了生物沉积作

用的差异。本研究中，贝藻混养区沉积物有机碳含量

最高，由于贝类生物沉积作用要强于藻类(Pan et al, 
2021)，因此，贝类养殖区沉积物的有机碳含量要高

于藻类养殖区。沉积物耗氧率与沉积物有机碳含量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应地，贝藻混养区沉积物的 DO

消耗速率最快，贝类区次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

研究发现，藻类养殖区表层沉积物有机碳的含量反而

低于外海区，根据何宇晴等(2016)对桑沟湾水动力的

研究发现，藻类养殖区所处的桑沟湾湾口的海流方向

呈往复流，并且在湾口区域，海流的速度有明显加快

的变化规律，因此可以推测，藻类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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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等生物沉积物在海流的作用下被输送到外海区，

造成了该区域沉积物的有机碳含量要高于藻类区，从

而加速了外海区沉积物 DO 的消耗。另外，不能忽视

的是，外海区沉积物能够富集更多的有机质与沉积物

粒径大小也有直接关系。沉积物颗粒越小越容易富集

有机物(Franzo et al, 2014)。与藻类区沉积物粒径结构

相比，外海区的沉积物粒径更小，因此，沉积物粒径

大小的差异也是另一个造成外海区沉积物有机碳含

量高于藻类区的原因。不仅如此，沉积物 DO 的分布

也与底质类型有关(Glud, 2008)。DO 在沉积物中的渗

透深度与沉积物粒径成正比，DO 更容易在粒径较大

的沉积物中扩散(Hicks et al, 2017)。相比于外海区，

贝类区内平均氧渗透深度减少了 2.38 mm，贝藻区减

少了 2.70 mm，藻类区却比外海区高出 0.62 mm。由

于藻类养殖区沉积物的粒径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因

此，藻类区沉积物更不容易富集有机质的同时，DO

的渗透深度更深。 

在沉积环境中，有机质会在硫酸盐还原菌作用下

生成硫化物，由于硫化物易被氧化，因此，在富氧水

中硫化物几乎不存在，而在沉积物的低氧环境中硫化

物含量较高。当沉积物 DO 被持续消耗，沉积物从氧

化状态开始向着还原状态转变。在还原条件下，沉积

物中的硫化物开始转化为 H2S，并从沉积物内部向底

层水体释放。因此，H2S 浓度的升高通常都伴随着

DO 浓度降低。本研究中，H2S 浓度最高的区域也对

应着 DO 消耗最快的区域。另外，由于 H2S 极易氧化，

其释放会加剧 DO 的消耗(Kodama et al, 2018)，进一

步促进了沉积物向还原条件转化。这也解释了沉积物

中 H2S 浓度与沉积物耗氧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原

因，同时，H2S 浓度也与沉积物中氧渗透深度呈显著

负相关关系。结果表明，沉积物有机碳除直接影响了

沉积物中微生物有氧呼吸耗氧外，还通过释放 H2S

等耗氧物质的方式，间接加速了沉积物耗氧过程。从

H2S 的剖面分布来看，4 个区域沉积物中 H2S 分别在

约(32.00±2.16)、(28.30±0.94)、(31.00±0.82)、(29.70± 

1.25) mm 达到最大值，随后呈下降趋势，其中，贝藻

区沉积物中，在 28~36 mm 范围内 H2S 浓度下降速度

较慢，仍然表现为较高水平，在约 36 mm 处才开始

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H2S 浓度与 pH 密切相关，

表层 pH 表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各区域 pH 分别约

在(27.00±0.82)、(25.00±1.41)、(28.00±0.81)和(26.00± 

0.47) mm 处达到最低值。在氧化状态下，沉积物中的

有机质被氧化分解，消耗间隙水中的 DO 的同时向间

隙水中释放 H+，这可能是表层沉积物 DO 以及 pH 下

降的主要原因(Wang et al, 2016)。但在沉积物中 DO

耗尽后，pH 仍然表现出随深度降低的趋势，从 pH

达到最低值的位置来看，这一位置与 H2S 达到峰值的

位置接近，这一结果表明，还原状态下 H2S 的产生和

释放可能是沉积物中 pH 继续降低的原因。同时，H2S

含量的升高也使得沉积物中 pH 的浓度进一步下降，

这可能是贝藻区沉积物 pH 表现出最低值的原因。通

常情况下，当 pH=8 时，H2S 会更加稳定，因此，H2S

含量的升高基本接近 pH=8 的深度附近，而 pH 会随

着沉积物的深度增加而降低，H2S 在 pH<8 的情况下

并不稳定，更容易转化为其他形态而存在。另外，

H2S 气体在生成后会随着间歇水向沉积物表层扩散，

并最终扩散到上覆水中。由于 H2S 极易氧化，因此在

O2 含量较为充足的表层和上覆水中，H2S 含量较低

(Jørgensen et al, 2019)，这可能是 H2S 表现出峰值区

间深度的原因。 

综上所述，贝类养殖产生的生物沉积对沉积物微

环境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相比之下，藻类碎屑对沉积

物微环境的影响较弱。此外，研究表明，沉积物有机

质的富集不利于底栖生物的生长(Yang et al, 2018)。

随着有机质在沉积物中的富集，沉积物中有氧区范围

表现出减少的趋势，这些变化对沉积物中 H2S 的产生

和释放有促进作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有机质对沉积

物微环境的影响。而对低氧和 H2S 具有很强耐受性的

底栖生物(如多毛类)，其生存活动中的挖掘行为往往

有助于沉积物中 DO 的渗透(Jørgensen et al, 2022)，因

此，未来或可在养殖体系中加入此类底栖生物以改善

沉积物中溶氧的渗透，减弱养殖体系对沉积物微环境

的影响。 

3.2  不同区域沉积物–水界面溶解氧通量的主要影

响因素 

调查结果显示，各区域之间上覆水水温的差异主

要由水深引起，研究指出，一定范围(0~25 ℃)内温度

的升高对沉积物中耗氧过程有促进作用 (Jørgensen 

et al, 2022)。此前也有研究表明，20~25 ℃范围内小幅

度升温对沉积物耗氧的影响并不显著(郑旻等, 2023; 

张学雷等, 2006)。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各区域温度

在 21.8~23.66 ℃范围内，温差变化较小，因此，夏季

不同区域上覆水的水温差异可能不是各区域沉积物

耗氧产生的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证明，在类似的有

机质含量较高的海域中，上覆水 DO 浓度较高会加速

沉积物的耗氧(Meier et al, 2018)，这也证明了研究的

调查结果，对于养殖海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

通量的主要影响因素为上覆水 DO 浓度。但本研究显

示，不同养殖区 DO 扩散通量存在差异，贝藻混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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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DO 扩散通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域，而其他区域之间

的 DO 扩散通量差异不显著。调查结果显示，贝类区

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与其他环境因子之间的

相关性不显著，而藻类区、贝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与上覆水 DO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可能表

明，沉积物–水界面上的扩散通量同时受上覆水 DO、

DBL 厚度及沉积物–水界面 DO 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

影响。 

研究指出，DBL 的存在影响了通过沉积物–水界

面处的物质交换，限制了 DO 通过沉积物–水界面

(Rasmussen et al, 1992)。在 DBL 内，影响沉积物–水

界面 DO 扩散通量的因素为沉积物上覆水 DO 浓度、

沉积物–水界面 DO 浓度以及 DBL 厚度，DBL 厚度越

低，物质在 DBL 中的扩散速率越快(Jørgensen et al, 
2022)。结果显示，沉积物–水边界上的 DO 浓度与沉

积物耗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沉积物内的耗

氧过程消耗了沉积物表层的 DO，改变了沉积物–水界

面的 DO 浓度，进而影响了通过 DBL 的 DO 浓度梯

度。根据汪嘉宁等(2012)的研究，通过 DBL 的 DO 通

量与沉积物耗氧率成正比，这也证实了本研究的结

果，沉积物内的耗氧通过影响沉积物–水界面处的 DO

浓度进而影响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变化。贝

类区和贝藻区 SOC 含量较高，相应的沉积物耗氧率

较高，因此，对沉积物–水界面 DO 浓度的影响显著，

这解释了贝类区和贝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与沉积

物耗氧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的原因。研究指出，DBL

厚度与沉积物表面的粗糙程度有关，表层沉积物粒径

越大，DBL 越厚(Han et al, 2018)，较厚的边界层会对

沉积物–水界面处的物质扩散起到阻碍作用。由于贝

类区沉积物粒径相对较大，使得这一区域内 DBL 厚

度较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这可

能是贝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与其他因素

相关性不显著的原因。 

从影响沉积物耗氧的因素来看，海区内沉积物的

有机质含量是影响沉积物耗氧的重要原因，由于水动

力以及养殖活动的影响，贝类区和贝藻区有机碳含量

较高，加速了沉积物耗氧，而贝类区 DBL 厚度较高，

抵消了有机质增加的影响，而贝藻区沉积物粒径较

小，DBL 厚度较低，沉积物耗氧的影响更显著。同

时，也有研究表明，海藻产生的有机碎屑可能会扩散

到其他区域(杨冠林等, 2022)，这一过程可能增加了

外海区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含量，且本研究中藻类区、

外海区沉积物有机碳含量以及粒径也较为接近，这可

能是藻类区与外海区差异不显著的原因。 

微生物有氧呼吸耗氧是海底沉积物耗氧的主要

途径，同时，海底耗氧量也包括了有机质代谢过程中

产生的无机代谢产物氧化消耗的 O2。在厌氧矿化过

程中，一些参与有机质厌氧矿化的电子受体被还原后

最终未被 O2 氧化，而是在微生物作用下形成如硫化

物等代谢产物的埋藏(Canfield et al, 2005)。在将海底

耗氧量转换为有机碳矿化速率时，这部分未被完全氧

化的量与有机质降解产物(如 NH4+等)部分氧化的耗

氧量较为接近，计算时几乎可以相互抵消 (Glud, 

2008)，因此，可通过测量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

量来表征沉积物中有机碳的矿化速度(郑旻等, 2023)。

据此推测，桑沟湾养殖区域内沉积物中有机碳矿化主

要受沉积物上覆水 DO 的影响，沉积物 DBL 厚度影

响了沉积物–水界面上的物质交换，间接影响了沉积

物中有机碳的矿化速率。此外，贝藻养殖产生的生物

沉积影响了沉积物耗氧率，继而影响了沉积物–水界面

处的 DO浓度，从而间接对沉积物矿化速率产生影响。 

4  结论 

与自然海区相比，养殖活动产生的生物沉积促进

了沉积物中 DO 的消耗，使得沉积物从氧化状态向还

原条件转化，这也促进了 H2S 在沉积物中的产生和释

放，生成的 H2S 进一步加速了沉积物中 DO 的消耗。

不同养殖区的结果对比表明，贝类养殖产生的生物沉

积对沉积物微环境的影响要大于藻类养殖产生的生

物碎屑的影响。结果显示，贝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受上覆水 DO、DBL 厚度及水–沉积物界面

DO 的共同影响，藻类区和贝藻区沉积物–水界面 DO

扩散通量主要影响因素为沉积物上覆水 DO。据此推

测，养殖海区内影响沉积物有机碳矿化的主要因素为

上覆水 DO。调查结果表明，养殖活动产生的生物沉

积显著影响了沉积物–水界面以及表层沉积物的物质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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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cale Vari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xyge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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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is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way to purify the water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quaculture. However, the biodeposition produced by large-scale, high-density raft-type shellfish and 

seaweed aquaculture activities has been shown to b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enrichment of organic 

matter in sediments. Organic matter enrichment changes the biogeochemistry of sediment, which is 

the main reason for hypoxia in the benthic environment. Especially in the summer, water column 

stratification in terms of water and salinity can lead to hypoxia in the benthic environment. Besides, 

the hypoxic conditions in sediment promote anaerobic metabolism and sulfate reduction, which 

increase the dissolved sulfide concentration in the interstitial water. It was reported that dissolved 

oxygen (DO) in the sediment is depleted within a range of a few millimeters to a few centimeters in 

surface sediments. The diffusion boundary layer (DBL), which generally varies between a tenth of a 

millimeter and a few millimeters above the sediment, greatly influences substance exchange across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Current studies on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 of aquaculture mainly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aquaculture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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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aculture activities on the sediment microenvironment remains unknow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aquaculture activities on the sediment microenvironment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aquaculture activiti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factors in 

the sediment microenvironment. 

In this study, microscale vari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oxygen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under high temperature conditions was investigated in the summer of 2022 

in Sanggou Bay, a typical 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 area in northern China. A 

high-resolution microelectrode syste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file distributions of DO, 

hydrogen sulfide (H2S), and pH in sediments with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1 mm collected from the 

shellfish monoculture area (SF), shellfish and seaweed polyculture area (SF-SW), seaweed 

monoculture area (SW), and offshore area (OF). The thickness of the DBL of different aquaculture 

areas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DO distribution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and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the profile distribution. Sediment cores were sliced at a thickness of 1 cm and the 

profile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 organic carbon, the median grain size, and other factor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 in different aquaculture areas were measured. The diffusive oxygen flux at the 

water-sediment interface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gradient of the DO concentration in the DBL, and 

the sediment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in different aquaculture areas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DO 

profile distribution in the sedimen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ean thickness of the DBL in the SF, SF-SW, SW, and OF areas were 

(1.5±0.3), (1.0±0.3), (2.0±0.8), and (1.3±0.2) mm,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aquaculture areas. The mean sediment oxygen penetration depth (OPD) was 

(12.49±1.59), (12.17±0.09), (15.49±0.79), and (14.87±1.27) mm, respectively. The sediment OPDs in 

the SF-SW and SF area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W and OF areas.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s of H2S were (5.73±0.04), (4.80±0.08), (3.30±0.19), and (3.97±0.38) μmol/L, 

respectively. The mean diffusive oxygen flux in the SF, SF-SW, SW, and OF areas were (24.10±1.89), 

(49.53±10.24), (26.69±13.13), and (24.79±7.95) mmol/(m2·d), respectively. The diffusive oxygen 

flux in the shellfish and kelp polyculture are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areas. The 

diffusive oxygen flux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was affected by the DO concentration of the 

overlying water and the sediment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The diffusive oxygen flux in the SF area 

was influenced by the thickness of the DBL, the DO concentration of the overlying water, and the DO 

concentration at the sediment-water interface.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the diffusive oxygen flux 

in the SW and SF-SW areas was the DO concentration of the overlying water. 

In conclusion, the biodeposition produced by aquaculture activities significantly affects material 

cycling in surface sediments, which promotes sediment oxygen consump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hydrogen sulfide. The influence of biodeposition produced by shellfish farming on the sediment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icroprofiles may be stronger than that of kelp debris. The DO concentration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is the main reason affecting organic matter mineralization in the sediments of 

aquaculture areas. This study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aquaculture on the sediment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benthic carbon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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